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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研究 70 年（1949 — 2019）

徐秀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截断众流的气势和万物更始的豪迈让在场者震撼

莫名。10 月 1 日当天，周恩来对参加开国大典的丁玲和夏衍说：“你们得描写这个场

面。”两位妙笔生花的文学家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１) 一个多月

后，诗人胡风以《时间开始了》命名他的长诗，以凸显本无始无终的时间长河中这一刻

的无与伦比。

开天辟地，时间开始。然而，新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二十多年局

部执政经验，尤其重要的是，经过长期争论和着力建构，它已拥有相当成熟的意识形

态。此时，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于中国近代史，革命领袖有纲领性论述，党内史学

家也已经初步建立了崭新的叙述框架。新中国成立之后，历史学界面临的首要任务，

是对“旧史家”进行思想改造，把历史认识统一到唯物史观上来，与此同时，尽快完善

中国近代史体系，并贯穿于教育和研究工作。

(１) 夏衍著，沈宁、沈旦华编：《岁月如水流去：夏衍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6 年，第 86 页。

摘		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前，虽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

流多变，但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开展

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学术建树令人瞩目。“文

革”期间，历史学遭受重创，命悬一线。1977 年之后，随着国家整体进入改革开

放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

命史的单线叙述，理论方法也超越单一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争鸣。应当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宏观研

究和微观研究并行不悖的、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在开放而有纪律的环

境中，不断推动学术进步。

关键词：唯物史观 革命史家 职业史家 革命史范式 现代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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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70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 —

1965 年的初创阶段，期间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学术建树仍令人瞩目，主要

是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

绩突出。1966 — 1976 年为停滞时期。“文革”是中国文化的浩劫，从引发到深渊，步步

由“历史问题”推进。历史完全沦为政治的工具，历史学遭受重创，命悬一线。1977 年

之后，随着国家整体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一）建国初期中国近代史学界概况

1. 史学家

建国初期的史学家，总体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革命史家，另一部分是职业

史家。

革命史家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才是史学家，历史是他们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美

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

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１) 革命史家最显著的特征是以唯物史观

为理论指导，以革命领袖的相关论述为基本依据。唯物史观的内涵在近代中国经过复

杂的演变 (２)，最后形成两个核心：一是“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二是“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３) 中共革命领袖毛泽东在 1938 — 1940 年间发表了多

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革命的领导者、革命对象、革命道

路、革命目标等问题。他指出，1840 年之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

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

命两个阶段。革命史家以此为据，确立了历史叙述的框架。

职业史家的研究动机主要是专业诉求和知识兴趣，他们在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任

职，研究方法注重实证。但这并不意味着职业史家没有现实关怀，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是否接受唯物史观也不是划分新旧史家的标准——有些并不属于革命阵营的史家，也

接受或部分接受唯物史观并运用于研究工作。

经过持续不断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到 1960 年代初，这两部分史学家已经比较

充分地融合在一起，1949 年前后进入近代史领域的年轻学者也成长起来。1961 年，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经整理过一份《关于近代史研究机构、人员、出版和学术

(１)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 — 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8 年第 2 版，第 3 页。

(２) 参见陈峰：《“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流变》，《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5 期。

(３)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光明日报》1953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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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材料》(１)，为我们分析“文革”前中国近代史学界基本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份材料分析了“目前近代史研究人员的状况”，将相关学者分为资深学者和年轻

学者。“资深学者”指“从事研究工作时间较长，有一定成就”的学者，列出 20 人名单。

这 20 人又分为两类，一类为“解放前即已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近代史，出版有专

门著述的”，包括陈伯达、胡乔木、范文澜、田家英、胡绳、黎澍、刘大年、何干之、叶蠖

生、李新、胡华、廖盖隆，共 12 人；一类为“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

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的”，有邵循正、罗尔纲、严中平、李平心、

谢兴尧、蔡尚思、陈锡琪、王栻 8 人。

前一类的 12 个人全部是中共党员。1949 年前，除胡绳、黎澍两人一直在国统区

活动之外，其余全部在延安或周边根据地工作。名单中的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长

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们的著作有些可以纳入史学范畴（如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

三十年》），但基本属于政论性作品；在 1960 年代当时，难以把他们归为史家。后一

类的 8 个人，1949 年后的研究在选题和指导思想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其中蔡尚思

1953 年加入中共，罗尔纲 1958 年入党，李平心曾于 1927 年入党，1930 年失去组织关

系。他于 1933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和 1940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被认为

是用唯物史观阐述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著作。

1949 年前后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到 1960 年代渐露头角的年轻学者，这份档案

列出了 30 人：缪楚黄、戴逸、陈旭麓、丁名楠、林增平、李时岳、胡绳武、金冲及、祁龙

威、陈庆华、章开沅、余绳武、牟安世、汤志钧、江地、胡滨、鲍正鹄、夏东元、徐仑、毛

健予、史筠、汪伯岩、孙守任、丁守和、钱宏、魏宏运、彭明、李龙牧、刘立凯、王仁忱。

这些学者后来大多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少数沉没无闻。

2. 学术机构

为加强历史研究，中央和各地陆续建立了若干研究机构。1950 年 5 月 1 日，中国

科学院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这是该院设立的第一个历史学研究所，也是第一批哲学

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之一。中国史学传统“厚古薄今”，当代人治当代史不被认可。

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在史学领域只有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未将近代史列入研

究范围。后来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设置过程中阻碍重重，直到 1955 年才成立筹备

处，1965 年才正式设所。两相对照，更显中共高层对近代历史资源的高度重视。1955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成立，在第一届的 64 位学部委员中，历史学家独占鳌

头，多达 21 位，其中多人为中国近代史学者。(２)

解放初期，史学界规模很小。1953 年，全国高等院校历史系共有教师 260 余人，

研究生约 200 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和考古所共有研究人员 30 余人，其他宣传和教

(１) 《历年工作计划（学术方面）》，油印本，近代史研究所档案。此件档案以及下文述及的近代史所藏档内容，均
由所史专家赵庆云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２) 陈园园：《1955 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构成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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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还有一部分非专业的历史研究者。(１) 到 1960 年代初，人数大为增加。据近代史

所档案，1960 年该所共有研究人员 61 人，其中高级研究员 20 人，中级研究员 16 人，

初级研究员 23 人，另有编辑 8 人。除中国科学院相继建立近代史所、考古所、历史所

之外，上海、湖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地也陆续设立了历史研究所，广东、湖北、河

南等地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些机构都内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部门。黑龙江和陕

西设有党史研究所。1960 年，上述地方研究机构共有研究人员 121 人（包括部分兼职

人员），其中高级研究员 15 人，中级研究员 36 人，初级研究员 70 人。全国各地高等院

校共设有 66 个近代史教研组，共有教师 563 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56 人，讲师 120 人，

教员 27 人，助教 360 人。(２)

3. 学会和期刊

由专业研究人员组成的学术团体推动学术发展，是现代学术体系的要件之一。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团体，对国家的从属性强，且数量少。1949 年 7 月 1 日，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平成立，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

文澜任副主席。1951 年 7 月 28 日，中国史学会成立，这是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学术

团体。

与现今各类专业期刊和综合性期刊林林总总的情况不同，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期

刊的数量屈指可数。不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的建构中，史学具有重要地位，

与其他学科相比，那时史学杂志的数量已不算少。1951 年创刊的史学期刊有《新史学

通讯》（《史学月刊》的前身）、《文史哲》和《历史教学》；《历史研究》创刊于 1954 年，

《史学集刊》创刊于 1956 年，《安徽史学》的前身《安徽史学通讯》创刊于 1957 年，《史

学史研究》创刊于 1961 年，《中华文史论丛》创刊于 1962 年。在这些期刊中，《历史

研究》是史学研究的引领者，也是开展学术争鸣的主要场所，影响力超出史学界也超

出学术界。综合性期刊如《学术研究》《江海学刊》《江汉学报》《新建设》，以及各重

要大学的学报经常登载近代史研究论文。除期刊外，报纸尤其是《光明日报》《人民日

报》《文汇报》的史学版或学术版，也是发表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

1949 前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面貌全然不同。1949 年后，唯物史观指导下的革命

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异端变为正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便全面

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支配地位。

1951 年 2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近两年来，随着人民大革命的胜利，全国

学术界已经开始自己的革命。这个学术界革命开端的特点，就是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从

根底和极大规模地破坏了历史的唯心论和历史的神秘主义。”(３) 7 月 28 日中国史学会

(１)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光明日报》1953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２) 《历年工作计划（学术方面）》，油印本，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３) 社论：《〈实践论〉开辟了我们学术革命的思想道路》，《人民日报》1951 年 2 月 16 日，第 1 版。



8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二
期

成立，郭沫若会长在致辞中称，新中国史学界“在统一的组织领导与集体努力之下，已

为今后的史学建设工作摸索出了一个方向”，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

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注重研究近代史……。(１)

长期在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从事史学研究的职业史家，或主动或被动、或真诚或应付

的进入思想改造过程，像陈寅恪那样置身潮流之外的著名学者只是个例。兹以“解放

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研究近代史有专门、目前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续进行研究工作

的”8 位史家在 1950 年代发表的文章为例，说明马克思主义指导确立之迅捷。邵循

正：《一九○五年四月中国工人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家的斗争》《一八四五年洋布畅销

对闽南土布江浙棉布的影响》《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外国侵略者和中国买办化军阀官

僚势力的关系》；罗尔纲此时发表的文章仍以考据为特征，但选题可见时代性，如《太

平天国与天地会关系的问题》及两篇续文《“李秀成自传原稿”所记向太平天国提出

平分中国阴谋外交的侵略者和时间的笺证》《浙东起义佃农参加太平天国》；严中平：

《一八六一年北京政变前后中英反革命的勾结》及续篇《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

与两次鸦片战争史料》上下篇；陈锡祺：《胡适反动历史观点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毒

害》《辛亥 3 月 29 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目前在“中国知网”搜索不到李平心、

谢兴尧、蔡尚思、王栻 4 人发表于 1949 — 1960 年间的史学论文。

唯物史观迅速而全面地确立主导地位，有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唯物史观本身的学术价值。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历史脉络中的进步

思想，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因素的强调，对普通民众的同情，对草根英雄的崇

敬，对阶级斗争的揭示，引领了 19 世纪的时代主潮，对后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包

括年鉴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真正开始校正梁启超在

《新史学》中痛批的“中国之旧史”之“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

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德里克认为，“历史唯物

主义，比其时任何一种历史理论更甚地将社会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并断定那些与经

济活动最直接相关的社会要素的逻辑优先性。这种历史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与此

前历史观根本不同的对历史现象与历史变革动力的相互关系的看法”。所以，“尽管这

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学术上存在着应受责难的瑕疵，尽管他们经常是在粗糙地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是他们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贡献却是持久的”。(２) 正因如此，加

之对新政权作风和施政的总体认可，建国初期职业史家接受唯物史观之心态虽然不

一，但并非完全出于被动无奈，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强制。以马克思主义占领史学阵地不但不是一道

多选题，这道单选题还需要立即交出答卷，不存在犹豫彷徨的空间。1949 年之后连续

(１) 《中国史学会在京举行成立大会郭沫若任主席并讲述今后史学的新方向》，《光明日报》1951 年 7 月 29 日，
第 3 版。

(２) 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 1919 — 1937》，翁贺凯译，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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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的政治运动，多数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史学界自然不能例外。对各

种运动做一个大致梳理，便可看出其密集性与压力的与日俱增：1950 年，学习马克思

主义理论运动；1951 — 1952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4 — 1955 年，从批判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转向声势浩大的批判胡适运动；1957 年，反右运

动；1958 年，“拔白旗、插红旗”的“史学革命”运动；1959 年，反右倾运动；1960 年，批

判尚钺“修正主义史学思想”运动；1962 年，以批判小说《刘志丹》拉开思想文化领域

大批判的序幕，以呼应“阶级立场年年讲，月月讲”；1963 年后，批判“历史主义”，1965

年“历史主义”被扣上“资产阶级历史主义”帽子，1966 年初升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

史学思想”，进入“文革”后则指其“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历史主义”

的代表人物翦伯赞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三次短暂的舒缓：

1956 年提出的“双百方针”，号召知识分子“向现代科学进军”；1959 年反思“史学革

命”，作出若干修正；1961 年重申“双百方针”，提倡“三不主义”。(１) 只可惜这三次纠偏

时间太短，效果有限。历史问题的争论仍陷于“翻烧饼”式的重复，对学术建设未起到

积极作用。1977 年以前的总趋势是，史学研究与现实政治形成直接对应；“阶级斗争

一路强化”(２)。

这些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当然不能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这是违背马克

思主义的恶果。但是，这些运动都是在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史学

批判的对象都被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的对立面。在如此政治高压下，接

受或至少表面上接受唯物史观成为史学家的不二选择。

第三，新旧史家有相当程度的学术共识。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对史料的重视上。有

学者把马克思主义史家称为“史观派”，把职业史家称为“史料派”，这一划分有一定道

理，但无论哪类史家都有史观，而二者对史料的态度也颇有共识。在中国悠久的史学

传承中，“致用”和“求真”各成传统，相辅相成。史学固然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的春秋大义和资治通鉴，秉笔直书乃至不惜献出生命的“太史简、董

孤笔”则是史官的人格象征。重视史实考辨的学术传统到清代的乾嘉学派达到高峰，

其精致方法和高超技术让后辈高山仰止。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史学传入中国，与中国

史学传统相互接引，对史料尤其是一手资料的要求成为史学首要的“学术纪律”。胡

适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罗家伦认为“历史研究法只是

史料研究法”，提倡“和猎狗似的去寻材料”，认为如果不先编订“各部分的史料丛书几

百种”而贸然着手近代史著述，则将如“建筑华厦于流沙之上，或是用纸壳子来糊成房

子，风雨一来，全部崩溃”。(３) 傅斯年则提出口号式的“史学即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

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论者认为，这种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

(１) 参见董明：《游走于政治和学术之间——建国后 17 年史学主潮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2006 年。

(２)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84 — 94 页。

(３)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转引自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22 页。



10

二
〇
一
九
年
第
二
期

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甚至对及时引进国外新史学方法形成了阻碍。(１)

革命史家中的领军人物原是旧史学的翘楚。郭沫若是大名鼎鼎的“甲骨四堂”之

一；范文澜受过严格的经学训练，年轻时身与“整理国故运动”(２)，作为革命史家，他给

近代史所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却是传统意味浓重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

空”；刘大年最后的长篇大论是《论近代经学》。这些革命史家具有良好的史学专业训

练，熟练掌握治史方法，在革命年代，他们首先是革命者，经常需要“借史说事”，类比

和影射是他们的斗争方式，因而其历史叙述不能充分客观持平。对此，革命史家在建

国初期有所反思，并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正。范文澜在修订《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

严格检查了原版中的简单比附、借古说今的非历史主义倾向，对统治阶级不再一概骂

倒，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做出的贡

献。(３) 翦伯赞在抗战期间写了大量影射、抨击国民党的文章，他反思道：“这样以古喻今

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

认识。”(４) 由此可见，革命史家同样有学术化的自我期待和要求。

职业史家向唯物史观的靠拢和革命史家对“理论先行”“目的第一”有所反思，当

然谈不上“相向而行”，但确实表明二者在历史学的基本要求方面存在相当的共识。这

也是主张史学研究应“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经受多年批判，仍不能彻底“批倒批

臭”的原因，是“史论关系”长期争而未决的原因，也是“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得以快速

“拨乱反正”的内在依托。

（三）中国近代史基本叙述框架的建构

分科治学、学科细分是现代学术的特点，但历史学有“综合”“贯通”的内在要求，

革命史家更首重历史的整体框架建构。革命史学对近代史阐述体系的建构从延安时

期即已开始。范文澜于 1947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

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典

范之作。但范著为个人撰著，编著过程中存在时间紧迫和史料难得的困难，读者对象

又主要为干部，体例也一时难以完备，不能完全适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况。新政权

建立之初，确立中国近代史的统一叙述框架，尤其是依此编纂近代史教科书教育年轻

一代，是事之必然。

1954 年，胡绳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

基本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中国近代史开端于 1840 年鸦片战争；

第二，中国近代史下限为 1919 年五四运动；第三，这 80 年历史以太平天国、戊戌维新

(１) 参见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 — 2008），
第 220 — 221 页。

(２) 参见叶毅均：《范文澜与整理国故运动》，《近代史研究》2018 年第 1 期。

(３)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 4 卷第 2 期，1951 年 5 月。

(４)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 年 9 月号，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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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１) 这篇文章引发了为期三年的“中

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不过，胡绳在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即是最后的结论。

1. 中国近代史开端于 1840 年鸦片战争

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自有近代史论著出版以

来，就是广为接受的时间分期。1920 年代出版的李泰棻《新著中国近百年史》和孟世

杰《中国最近世史》，均以 1840 年作为“近百年史”或“最近世史”的开端。到 1930 年

代，鸦片战争开端说影响渐广，而且这一观点为持革命史观和持现代化史观的学者所

共享，可见民族主义议题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优先性。

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仅是学界的共识，而且经革命领袖认定，事

实上也没有讨论空间。毛泽东说：“自从 1840 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

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２)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

撰写的碑文也明确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

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因此，当

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的胡绳在上引文章中把这一点作为既定前

提。刘大年也说：“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３) 中国近

代史（尤其是最为重要的政治史）以鸦片战争为划分标志，是对历史大变动节点的正

确把握，在学术上完全站得住，至今仍是最为广泛接受的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

分期点。

2. 以 1919 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下限

直到进入 21 世纪前后，近代史学界才将“下限”定在 1949 年。然而，在 1949 年

之前，绝大多数学者都将“近代”的论述止于自己生活的当下。如范文澜在延安著作中

国近代史，尽管最终只写到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但这只是计划中的“上编第一

分册”（该册原拟写至 1905 年），“上编”的时间范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鸦片

战争至五四运动”，显然，下编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20 世纪前半期的诸多“近百年

史”著作，都以身处时代为下限。

胡绳在文章中提及近代史下限时略做了说明。他说：“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

配备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起了一个大的变化。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觉

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这就给中国革命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把中国现代史和中国近代史划分开来，就是以

(１) 胡绳的文章发表于《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该文对于近代史上下限只简单提及，并未讨论。文章劈头便
说：“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是指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间的历史应如何细分为若干阶段、若干时
期的问题。”相关讨论参见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一章“中共建政与近代史理
论范式的确立”；李怀印：《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四章“制造新的正统：1950 年
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岁有生、王传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２)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626 页。

(３) 刘大年：《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光明日报》1953 年 7 月 22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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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为根据。”(１)

与鸦片战争开端说建立在学者共识基础上并有革命领袖加持不同，1919 年下限

说其实和者盖寡。毛泽东的相关论述把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界，未及近代

史下限问题。因此，胡绳的下限说稍后引起多位学者讨论。林敦奎主张从社会性质角

度将近代史下限延至 1949 年，荣孟源等人很快表示赞同。范文澜虽一度按 1919 年下

限谈论近代史问题，后又开始强调 1840 — 1949 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民

族民主革命性质并未改变。李新、陈旭麓等学者均撰文支持 1949 年下限说。1940 年

代后埋首史料整理的近代史所老辈学者金毓黻，同样倾向于将 1840 — 1949 年视为一

个整体。刘大年也明确支持以 1949 年为近代史下限。(２) 1949 年下限说虽为学界主流

意见，但是以 1919 年界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主张，却通过历史教科书及高校学科

建制体制化。此中原因，除了此说提倡者胡绳在党内和在历史教科书编写中的重要地

位之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学科刚刚建立，学者的学术兴趣和学术专长还大

致在晚清，对 1919 年之后的历史研究刚刚起步，且集中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从

政治上说，许多历史当事人还健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对 1919 年后的历史做自由的

学术研究，在政治上有碍难之处。(３)

这一分歧，直到胡绳本人接受 1949 年下限说、历史教科书将此定型方告终结。

1981 年，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中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

超过 30 周年的时候，按社会性质来划分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史，看来是更加适当

的”(４)，正式认可了 1949 年下限说。此后，陆续出现了以 1949 年为下限的中国近代史

论著。进入 21 世纪后出版的重要通史著作尤其是高校教材，均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

定在 1949 年。

3. 以“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

这一点实际上是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所讨论的全部问题。他的

建议是把 1840 — 1919 年之间的中国近代史划分为 7 个阶段：1940 — 1850、1951 —

1864、1864 — 1895、1895 — 1900、1901 — 1905、1905 — 1912、1912 — 1919。分 期 的

依据是“用阶级斗争为标志”，围绕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三次

革命运动的高涨”叙述历史（后来概括为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线的近代史书写）。

胡绳的文章引起众多讨论，总共发表了近百篇文章 (５)。以 1960 年“全国近代史研究和

教学人员共 759 人，其中高级人员 97 人，中级人员 200 人，初级人员 462 人”(６) 的近代

史学人规模考量，学者的参与度可谓相当之高。

(１)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第 13 页。

(２) 参见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53 — 56 页。

(３) 张海鹏：《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10 页。

(４)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

(５)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61 页。

(６) 《历年工作计划（学术方面）》，油印本，近代史研究所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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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的分期标准是“阶级斗争”状况，这一观点得到戴逸、章开沅、荣孟源、王仁

忱、姚薇元等人的认同。范文澜、孙守仁则主张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变化为分期

标准。金冲及又提出应将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作为分期依据，他提出将近

代 史分为五个时期：1840 — 1864、1864 — 1894、1895 — 1900、1901 — 1914、1914 —

1919，实际上他对社会经济变化状况更为关注。后两种观点将民族矛盾、社会经济

（生产方式）引入分期标准，当时未能得到多数支持。在政治运动的不断强化下，“阶

级斗争为纲”渐成集体意识，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其他因素的“统帅”，主流意见认为民

族矛盾、社会经济均可整合于阶级斗争之下而不是与之并列。(１)

胡绳首倡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成为中国近代史主流话语体系的核心，对近代史

研究的影响既深且广。此后的中国近代史教科书和论著，大致以三次革命高潮为主

线，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辛亥

革命“八大事件”为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形成排他性的叙述框架。随着阶级斗争观念

的一路强化，三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维新因“改良”而逐渐负面，辛亥革命亦因“不彻

底性”而评价低落，只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标杆受到追捧。

在这样的视域下，近代史研究内容萎缩，视野狭窄，观点僵化，弊端显而易见。

建国初期，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定了研究对象，提出了主线和主要内容，

事后看，仍需要肯定其学术建构的魄力和意义。任何人看历史，都会有所侧重，“全面”

的历史从来都不存在。革命者所看到的主要是革命的一面，而这一面正是近代中国最

重要的面相之一。后来产生的弊端，主要应归因于现实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和干预，立

说者的本意何尝不是想在主要线索的主导下，将尽量多的史事纳入叙述之中。胡绳明

确提出“循此线索即可按照发展程序把各方面的历史现象根据其本身的逻辑而串连起

来”，如第一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在这时期的主要历史内容是鸦片

战争与‘五口通商’，广东人民的反英斗争，买办商人的出现，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有关

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可见在中外关系、人民反抗之外，也包括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内

容。而且，作者对近代史叙述体系的考虑中，还有纠正之前如范文澜所写中国近代史

采取类似“纪事本末体”体裁、只突出政治事件的缺点，认为他们的著作中“政治史的

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

适当的地位”。(２) 这一批评与后来者对他本人的批评如出一辙。可见，倘若只允许一种

叙述，尤其是如果政治和学术没有边界，学术必然走向偏萎。

（四）学术资料的整理出版

“文革”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在整理出版近代史资料方面规模庞大，组织有序，

作业严谨，学术价值至今仍广被认可。资料出版的盛况，表明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性

被学界普遍认可和尊重。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尽管高举理论旗帜，积极批判考据派

(１) 参见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61 — 71 页。

(２) 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 年第 1 期，第 7、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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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但他们内心仍认同论从史出的“史学纪律”，一有机会就会如范文澜“反对放空

炮”，如翦伯赞坚持“历史主义”。资料整理工作（以及同样有深远影响的古籍点校工

作）充分发挥了以考据为专长的史家的作用，是史学界团结合作的产物。这是“文革”

前近代史学界的一抹亮色。

对史料的重视可以近代史研究所为例，略加说明。近代史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

1938 年 5 月 5 日在延安成立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这个机构与生俱来的使命，就

是回答中国革命中的现实问题，为党的事业服务。但在 1949 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内，该所的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卓有成效，研究工作却相形见绌。刘志琴在访谈中说，

1960 年代初她在学部学术办公室工作，当时因“近代史所的研究成果太少”，她曾到所

调研。据她回忆，这个有 100 多位研究人员的研究所，有一年只发表了 2 篇文章而且

没有什么社会反响。(１) 所史资料显示这个数字有出入，实际情况是 1959 年至 1965 年

7 年间，全所发表文章数有 5 年为 8 篇，1 年 6 篇，1 年 9 篇，大多发表于《历史研究》，

可见发表并未少到只有 2 篇，也不可能没有影响。但“少”的事实确实成立，而且与考

古所、历史所、文学所比较都“少”。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史所在收集、整理史料方面却

风生水起。建所初期，完成了文管会移交的重约 15 吨以北洋政府时期史料为主的档

案资料的整理；成立了作为今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前身的近代史所“南京史料整理

处”；创办了刊载近代史文献档案史料的刊物《近代史资料》；选编了若干资料汇编。

即使在“文革”时期研究工作全面瘫痪的情况下，近代史所仍派出人员广泛收集当时

的各种出版物，西至新疆喀什，北至黑龙江漠河，南至海南岛，各省、市、县的“文革小

报”该所大都有收藏。所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确实是近代史所几代

学人的自觉追求。

近代史所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从全国情况看，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出版工作，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资料整理出版方面贡献尤其大者，为几种大型资料丛刊的编辑出

版。中国史学会还在筹备阶段，范文澜就提出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计划，

并立即付诸实施。从 1951 年起，陆续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

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10 种专

题史料，加上 1978 年出版《第二次鸦片战争》，这 11 部由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专题资料

共 68 册，2 758 万字。同一时期还编辑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影

响较大的有 4 种丛刊或丛编。一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

考资料丛刊”，包括《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两种）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

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旧中国公

债史资料》。二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

(１) 左玉河访谈、李彬彬整理：《刘志琴女士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回望一甲子——近代
史研究所老专家访谈及回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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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丛编”，包括《中国海关与滇缅问题》《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国海关与义和

团》等。三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

包括《北京瑞蚨祥》《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等。四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经济研究所等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丛书，包括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荣

家企业、刘鸿生企业等典型企业建立、发展与改造的专题资料集。(１)

（五）“文革”中的近代史研究

其实“文革”中已基本无所谓历史研究。尽管历史学不像政治学、社会学那样被

直接取消，相反，它受到政治的高度重视，但是，这种完全脱离学术的聚焦使它像一个

高烧不退的病人，命悬一线。

可以说，“文革”从历史问题开始，由历史问题推动。1965 年 11 月，姚文元发表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2 月，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前者把学术

问题说成政治问题，后者则声称根本没有纯粹的学术问题，一切学术问题都是政治问

题。1967 年 4 月，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

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1973 年 8 月，《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

地维持奴隶制的思想家》，为持续数年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揭开序幕，暗箭射向周恩

来总理。当历史沦为政治的奴仆，严肃的学术研究自然无处容身。有学者统计，十年

“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发表的有关近代史方面的文章总共未超过二百篇，而其中堪

称研究论文的只有一二十篇。这不足二百篇的史学文章，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围绕

《清宫秘史》发表的一批文章，二是 1974 年前后围绕“评法批儒”和“评《水浒》”发表

的一批文章，旨在批“洋奴哲学”、批“投降派”；“前者是雷霆万钧的武断，后者则为旁

敲侧击的影射，反映出中国政治的诡谲和学术的畸形蜕变。”(２)

这个时期，除了文献资料点校整理和考古学有所成就之外，近代史方面值得一提

的是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起步。1972 年 6 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由

河南“五七干校”全部返回北京，恢复工作。9 月，近代史成立了由 40 余人组成的中华

民国史研究组，计划写一部书《中华民国史》，编三种资料集，并开始工作。(３) 2011 年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这项经几代人努力的工作才最终完成，由中华书局出版《中

华民国史》《中华民国史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各 12 卷。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 2018 年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已

经发表了大量论著，对近代史各分支学科都进行了综述和总结。因此，本文只拟在宏

(１) 庄建平：《50 年来的中国近代史资料出版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291 — 293 页。

(２)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123 — 124 页。

(３) 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 — 2009）》第一章“概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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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层面上关注几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一）近代史学界的思想解放

历史领域是极左思潮的重灾区。显然，史学要向前发展，首先必须清理积弊。

1978 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引发了全面而

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史学界的拨乱反正、让史学研究重回学术轨道起到了直接推

动作用。同时，一些著名学者通过对史学领域的反思和批判，成为推动全社会思想解

放的健将。

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在于区分学术和政治，恢复历史学的学术性。1979 年第 1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黎澍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一文，他提出三点教训：第一，必

须坚持唯物主义，坚持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或从任何主观愿望出发；第二，

必须尊重辩证法，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对把它简单化、绝对化、公式

化；第三，必须按照科学本身的规律来对待科学。他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对革命史学

的工具性运用做了回顾和检讨，结论是：“历史科学愈是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过

程和客观规律，愈是真实地反映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诸多特点，就愈能为中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提供帮助，愈是对我们的事业有利。”(１)

1970 年代末和 1980 年代，在思想解放潮流下，史学界发生若干学术争论，包括历

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

在阶级观点笼罩一切之时，史学界大多数人主张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

力。前文曾述及 1954 年关于近代史分期的讨论，胡绳主张以阶级斗争作为分期标准，

范文澜、孙守仁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性质变化为标准，金冲及提出以社会经济表征和

阶级斗争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结果胡绳的意见胜出，理由是反帝斗争也是一种

阶级斗争，而在近代中国，上层建筑某些方面的变化比经济基础的变化更为猛烈，即阶

级斗争具有超越民族斗争和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三者不能并置。1979 年，戴逸发表文

章，提出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都是阶级社会发展

的伟大动力，他提出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２) 这一主张得到广

泛支持，有学者进一步申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刘大年同意“人类社会发

展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前进”，但“经济发展，生产力的前进，不能自

然而然地改变历史，要通过阶级斗争、伟大的革命运动来变革历史”。(３) 到 1980 年 6 月，

已有近百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４) 这一时期对生产力的研究形成热潮。

历史的推动作用，在历史的节点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历史的大转变往往通过暴力

形式呈现。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对改朝换代的作用之大，世界

(１) 黎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第 8 页。

(２) 戴逸：《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社会科学研究》1979 年第 5 期。

(３) 刘大年：《关于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在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

(４) 胡素卿：《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国内哲学动态》1980 年第 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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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罕有其匹。作为“五朵金花”中最耀眼的一支，农民战争史成为历史学科的一个

重要分支，而“农民战争评价问题，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酿成诸多学案乃至政治冤案

的核心问题”。(１)“文革”结束后的全面反思时期，对此问题的讨论再度展开。在农民战

争性质问题上，董楚平提出农民战争不仅不反对封建制度，而且是这个制度的“修理

工”；孙祚民则认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始终具有反封建性质；

谢天佑指出农民阶级在自发地反封建的斗争中不断积累着“自觉”的因素，尽管这种

自觉因素始终没有达到质变。在农民起义军所建政权性质问题上，对久已存在的农民

政权说和封建政权说进一步展开争论。对农民的平均主义问题，董楚平认为平均主义

虽然在农民起义准备和爆发阶段起过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但它却不是打定天下的思

想武器；陈守实认为平均主义进步性微不足道，局限性却很大；邵勤认为平均主义是

一种空想，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实现。也有学者肯定平均主义的价值，提出不能将

平均理解为单一的经济观点，它包括政治上的“等贵贱”和经济上的“均贫富”两个方

面，是鼓舞农民摧毁封建王朝的强大思想武器。对农民起义后新王朝“让步政策”的讨

论，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分歧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建国初期，著名历史学家翦

伯赞提出“让步政策论”，曾得到普遍赞成；但“文革”前却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反

攻倒算论”。“文革”结束后，这一问题被重新提起。戴逸指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从自

身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既不是对农民让步，也不是反攻倒算。苏双碧说，“让步政策”从

阶级对立的角度提出命题，并未揭示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新政权所实行的政策的实

质。王学典认为，“让步政策”论本身即带有“左”的色彩。(２)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在建国初期就被固

定为唯物史观的两个基本观点。在认同物质生产、民族矛盾、科学技术等因素为历史

的重要内容之后，“历史创造者”的问题顺理成章地凸显出来。1979 — 1981 年间，史

学界相继对“奴隶们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群众也是精神财富

的创造者”这三个命题提出质疑。有学者提出，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脑力劳动者才

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

由“总的合力”所创造，而从未说过“奴隶创造历史”。1984 年，黎澍对这一问题进行进

一步申论，认为历史是所有人创造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既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意，也不符合历史事实。与此相应，“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

的提法并不科学。黎文再次引发争论。反对者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的一贯思想，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原理。在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作为一个

整体，既是生产斗争的主体，又是阶级斗争的主体，是维持社会存在和推动社会发展的

决定力量，因而是历史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仍然可以说他们是历史的主人。也有学

(１) 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182 页。

(２) 参见孟祥才：《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史哲》1991 年第 6 期；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
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182 —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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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出，人们固然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的作用并不是等同的，必须区分剥削阶级及

其代表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不同作用。(１)

上述诸问题讨论的主要价值并不在于获得统一结论，事实上，这些讨论都没有明

确的“定论”。这些问题的讨论在 1980 年代即告结束，后来再也没有进入历史研究的

中心。讨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破除禁区，解放思想，遵照“实事求是”的精神探讨学术

问题。

（二）范式争议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

“文革”后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大致持续了十来年，到 1980 年代后期，进入所谓

“思想家淡出，学问家登场”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近代史领域宏观性、理论性突出，专题研究严重滞后，考据

方法常被批判，历史描写聚光于少数几个事件，严重背离了历史学的学术性和丰富性，

也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在挣脱政治枷锁之后，学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研究主

题，对理论问题和宏观问题兴趣降低。但在这一总体背景中，有一个问题的争议不但

持续时间长，参与学者多，而且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直接相关，意义重大。这就是关

于“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争议。(２)

1980 年第 1 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李时岳的《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他

提出中国近代史演变过程中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四个阶段”论

（稍后被称为“四个阶梯”论），这是用不同眼光认识近代史的标志性文章。此前，黎澍

在总结 1979 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时已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以后，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前后相继，一个发展高于一个发展，最后归结为建立资产阶级共

和国，是合乎逻辑的。”而且断言：“这样来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才比较接

近事实。”(３) 可见，从有别于革命史传统的角度看近代史，已经是一种引起普遍关注的

现象。显然，这样解释中国近代史的“主流”及其“发展”，与一切从阶级斗争出发，不

切实际地拔高农民运动，否定一切改良行为，对资产阶级性质的辛亥革命也“立足于

批”的传统解释模式，大相径庭。有学者评论道：“四个阶梯”论“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开

辟道路的各种斗争为线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趋向，目的在于以中国

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作为近代历史进程的本质内容。从这样的基本认识出发，对近代历

史的一些重要事件的看法与传统规范当然不同，例如强调洋务运动的进步性，认为义

和团运动是民族战争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革命等等。如果同意这样的修正和补

充，多半就会导致放弃传统规范”。“它对中国近代历史本质的看法与‘三次高潮’的提

法确实有所不同，由此提出的修正将导致放弃整个规范”。(４) 后来的评论者也指出：“四

(１) 参见黎声：《历史创造者问题讨论概述》，《国内哲学动态》1985 年 11 期。

(２) 参见徐秀丽：《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３) 黎澍：《1979 年的中国历史学》，《黎澍自选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23 页。

(４) 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 年第 3 期，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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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梯”论是对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帜的理论体系的强有力的挑战。(１) 由此引起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长期争论。

“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之间的争论，形成交锋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

近代史是“一场革命史”还是“一场现代化史”；第二，应当以“革命包容现代化”还是以

“现代化包括革命”。对于第一个问题，坚持“革命史范式”的学者对以革命史为中心叙

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正当性作了概括性阐述：“因为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

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

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

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

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２) 持“现代化范式”的学者则认为：“鸦片战争以来

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

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３) 对于第二个问题，“革命

史范式”论者并不反对从现代化角度撰写中国近代史，而且认为它将是革命史的有益

补充，可以为革命史所包容，但“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以‘现代化范

式’分析、撰写中国近代史，就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

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

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４) 而“现代化范式”论者则认为“现代化范式”更具包容性，

主张把“革命史”看作中国现代化进程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欲建立一种包括革

命而不排斥革命的解释框架。即“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

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

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

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５)

“革命”与“现代化”的确是中国近代史的焦点问题和主要内容，因此，两种范式的

相互包容具有客观的基础。参与争论的学者都尊重对方的成就，并在各自的解释体系

中为对方保留位置。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在不同范式下进行研究的学者都进行了

自我反省，并对原有解释进行了调整和完善。就主流而言，“革命史范式”实践了德里

克所谓的范式“扩散”，而“现代化范式”追求范式共存，双方均放弃了“唯一”以及“以

己容彼”的主张，从而体现了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论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设性价值，

(１) 张海鹏、赵庆云：《试论刘大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2011 年第３期，第 161 页。

(２) 张海鹏：《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9 页。

(３)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
港）1996 年冬季卷，第 44 — 45 页。

(４) 张海鹏：《20 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29 页。

(５) 罗荣渠：《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
港）1996 年冬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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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构更为兼容并包的近代史学科体系作出了贡献。

（三）“在中国发现历史”与研究模式的移用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术快速繁荣的一个外部条件，是日益频密的中外学术交流。

正如熊月之所说：“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外史学界交流日益便捷频繁，人员之相互往来，

资料之互通有无，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１) 不

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论、方法之互相启迪”实在是单方面的接受或曰“移用”。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封闭之后，理论和方法捉襟见肘，难以适应新时期学术发展的需

要。学者渴求新理论、新方法，难免未加分析批判即予采用，确实存在批评者所言的

“学徒状态”。就宏观历史研究而言，从“新三论”到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从现代

化理论到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从冲击 — 反应论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竞相出现于中国

历史研究中。有些理论明显没有适用性，稍加试验便被放弃；有些则产生深广影响，如

现代化理论，又如“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取向。

1984 年，美国学者保罗·柯文出版了《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

的兴起》。1989 年该书中文版问世之后，“在中国发现历史”“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

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语几成口头禅”。这一研究取向的口号式流行多少令人费

解。首先，柯文自己多次表示，他预设的读者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同行，而不是中国

学者；相反，他担心中国学者由于不了解美国学术界的相关背景和惯用术语，可能无

法理解这本书的论证方式和意义。其次，柯文的著作是对美国中国史学界已经出现的

学术转向的总结，而不是对未来研究的指引。第三，中国学者本来身在中国，以中国为

中心建构历史叙事理所当然，而且，如罗志田所指出，“这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

马克思主义史家长期贯彻的研究取向”。革命史叙事中的“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

之间似乎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三大高潮”实际上淡化处理了 19 世纪三个重大涉外

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２) 不过，“在中国发现历史”之所以像

“通货”一般流行，除了如批评者所说，这是中国学术界缺少自信、盲目崇西崇新所致

之外，还存在其他原因。第一，中国史学在理论方法上缺乏本土资源。柯文本人即说：

“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

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使他无法“采用局

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３) 第二，这一研究取向对中国史学研究具有正面价值。近代以

来，崇西崇新在很长时间内占据压倒性优势，不但西方学者以外来眼光看中国，中国

学者也普遍存在学者所批评的“不够中国”、自我“东方化”“他者化”的问题，提倡“从

中国发现历史”，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而不是套用从西方历史中提炼的逻辑和概

念，无论用意还是结果，都有值得肯定之处。

(１) 熊月之：《研究模式移用与学术自我主张》，《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8 页。

(２) 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３)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序言》，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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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中心观”传入中国、一语风行的同时，也受到各种批评。史学前辈刘大年

早在 1990 年即加以评述，肯定“中国主线论（按：即中国中心观）批驳那种以为在近

代历史舞台上，西方扮演主动的角色，中国只扮演消极、被动的角色，以及批评殖民主

义观点的遗留，是正确的和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认为“西方主线决定论”和“中国

主线决定论”“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必定使自己陷进泥坑里，无法自拔。说外国侵

入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国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半殖民地，变成了被压迫民族

的。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唐无稽之言！说中国内部力量不起决定作用，那等于说，中

国的民族独立是外部侵略势力开恩赐予的，而不是中国人民战胜了所有强大敌手后所

获得的。同样不会有人听信如此荒诞无稽之言！”(１) 有多位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中国中

心观”展开批评，如夏明方把“中国中心观”体现于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归纳为“柯文三

论”：在历史变化动力上的“去冲击论”，在历史变化方向上的“去近代论”，在历史变化

主体上的“去帝国主义论”。他认为，“中国中心观”通过一种看似超然的历史连续性把

人们习惯上理解的中国近代化过程消解于无形。(２)

三、回顾和展望

从 20 世纪前后起步到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已经是历史

学的重要分支，已经具有完备的学术体制和强大的研究队伍，学术成果层出不穷。新

中国 70 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积累丰富经验的同时，也有许多沉痛教训。学术的本

质在于不断探索，它不会有终点，也不可能尽善尽美。笔者相信，在开放而有纪律的学

术环境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将在探索和争论中不断向前推进。

（一）致力于建立相对独立于政治的中国近代史学

中国是一个非常强调史学资治作用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其胜利后

建立的新政权，在指导思想、价值理念、治国方略等方面迥异过往。通过对近代史的

研究，阐述革命的合理性及其致胜之由，是史家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如果历史学成为

宣传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其结果必定是消解自身存在的基础。“文革”前的政治

运动一波接一波，学术被政治大面积覆盖，其结果不但是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开展，

研究空间也越来越收窄。虽然革命史范式的建构者主观上也想把“社会生活、经济生

活和文化”纳入叙述框架，但“主线”光亮太强，结果一定是“辅线”的若隐若现，以致不

见。“八大事件”已经严重限制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八大事件中又以“三次革命

高潮”为核心，强调阶级斗争的现实政治投射到历史研究领域，又让“主线”内容一再

删减。现实有多复杂，反映过去的历史就有多复杂，只有线甚至只有点，肯定不是历史

(１) 刘大年：《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与世界的关系》，《求是》1990 年第 22 期。

(２)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
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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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反映。可以说，“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已经病入膏肓。“文革”当中，历史沦为

政治的奴仆，作为学术的史学走入死胡同，差点在“火热”中灭亡。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近代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

单线叙述，理论方法也超越了单一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史

研究的热点议题与时代相呼应：重视经济建设的现实，提升了对现代化进程的研究

兴趣；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对改良的评价有了不同的角度；现实中社会组织扮演着

重要角色，以商会为代表的近代民间组织在研究中权重加大；应对灾荒，历史可为殷

鉴；女性角色多元，历史研究中的女性样态遂多姿多彩……。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社会宽容度加大之后，学者可以按照性之所近和资料便利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还可

以“将研究重心转向具体的中下层机构、群体、人物和事件，即司马迁所谓‘见之于行

事’”。(１) 李伯重观察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路径依

赖逐渐弱化，“正在走向依照学科发展自身规律而发展的道路”。(２) 社会经济史学如此，

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亦如此。动辄牵动整个史学界的大讨论已不多见，更加专业的

中小型研讨会则层出不穷。这种状况难免令人感觉史学研究没有“热点”，然而，作为

一项基础性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尊重学术的独立性，用学术态度和学术话语回应现实

问题，应该是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中学术演进的常态。

（二）致力于建立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中国近代史学

史学家根据时代需要、学术训练和个性相近、资料便利等因素，对“史观”或“史

料”有所侧重，但每一位史家都必然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素养。没有“史观”作为取舍

的引导，恐怕连“实录”都难以胜任；没有史料或史料仅为点缀，则不属于历史学。大

体而言，“史观派”即使曾经“以论带史”，大多数学者内心仍认可“论从史出”；“史料

派”可以宣称“史学只是史料学”，然而沦为口号之后难免断章取义或隔义附会 (３)，傅

斯年本人的研究及对史学同行的要求何尝没有史观。(４)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

究，前 30 年过分强调史观，专题研究严重不足；后 40 年则趋于“就事论事”，对理论较

为轻忽。史学研究当然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重建，即描述“大树以何种方式倒下”，但

历史学家本人和他们的读者都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历史学。历史学家必须将过往的历

史事实放到相应的意义网络中，阐述其与其他历史因素的相互关系，并且对历史事件

和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加以评判。而这种评判，既要如陈寅恪所言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

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达一种同情；也要求历史学家站

(１) 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 年第 1 期。

(２) 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 — 2008），第
232 页。

(３) 参见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5 期。

(４) 参见罗志田：《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与表述》，《历史研究》2002 年
第 1 期；李帆：《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近代史研究》
201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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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更高处，作一种评价，从而产生“资治”和“知来”的作用。所以，历史学

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解释性的，而解释首先需要有一些重要概念，并以这些概念建

构相应的解释体系即理论。英国历史学家沃尔什（W. H. Walsh）说，历史研究的主旨，

“乃是要从他所研究的事件中构成一个一贯的整体。……他做出这一点的方式是要寻

求某些主导的概念或指导的观念，以此来阐明他的事实，追踪这些观念本身之间的联

系，然后表明事实细节是怎样由于对所讨论的那个时期的各种事件构造出来一种‘有

意义’的叙述而（就这些观念看来）成为可以理解的”。(１) 当然，史学理论必须建立在扎

实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历史解释和历史事实之间确实存在相当的空间，但是，历史

解释决不能凿空妄言，如果那样，或许仍可称“理论”，却不再是“史学理论”。

由于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看历史的角度肯定各有不同，史学理论也一定多种多样。

“横看成岭侧成峰”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有益的。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总

体指导下，创建适用对象不同的各种理论，在开放讨论中互竞，让史学呈现更丰富的

面相。

（三）致力于建立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不悖的中国近代史学

“文革”前的近代史研究以宏观为特征，改革开放后则微观选题大受欢迎，以致学

界常有“碎片化”之虞。《近代史研究》曾连续两期（2012 年第 4、5 期）发表 12 位中

外学者的笔谈，就此展开讨论。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碎片化”并未至严重程度，有的

认为碎片研究还不够。但“碎片化”现象确实存在，其表现一是选题窄小，二是缺少与

总体历史脉络的意义关联。读者对文史哲这类人文学科的总体性、普遍性判断和阐述

抱有理所当然的期待，因为这些基础人文学科关系人类的共同命运，提出具有普遍性

的阐释，是这些学科存在的基本理由。

史学在本质上具有贯通性要求，决不能也决不会限于细节研究。即使以微观史研

究著称的学者同样高度强调“意义的联结”。《马丁 • 盖尔归来》作者娜塔莉 • 戴维斯

说：“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

会揭示出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和事件的关联……比如，就马丁 • 盖尔而论，没有了

早期现代法国国家的司法体系和人们对于社会流动性的广泛期望，他的故事就没有了

意义。”有历史学家担心，倘若马丁 • 盖尔和马丁 • 路德一样有名甚至更加有名，历史

学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戴维斯的回答是：“我希望已经发生的改变是，人们在教马丁 •

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马丁 • 盖尔们。”彭刚认为，如果把历史事实的

重要性界定为：特定人物和事件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影响

所及地域的广狭和时间的长短等，那么，无疑可以说，马丁 • 盖尔与马丁 • 路德完全无

法相提并论。马丁 • 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 • 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离开了前者，

我们无法理解和讲述宗教改革；而如若不是戴维斯发掘了马丁 • 盖尔，我们完全可以

(１)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5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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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通过别的个案，达成对特定时段乡村生活方方面面的理解。(１)

不过笔者认为，对“碎片化”问题，不妨抱一种开放的心态。首先，细节研究是历

史研究的基础。如茅海建所说，“我们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

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

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２) 其次，与任何行业一样，历史学的从业者也必是才

有高下、学有厚薄，虽说“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成为元帅显然是小概

率事件。志高才大的学者不会满足于微观研究，而大量研究者终身也不可能建构独特

的理论或进行宏观阐述，能解决具体问题，哪怕是一个小考证做得好，就是一个合格的

甚至是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再次，对于大多数史学从业者而言，重要的并不是选题更

宏观，更不是生拉硬拽地进行“理论创新”，而是养成贯通的眼光，具备史学的常识，即

“题目不妨专门，眼界必须通达”。除了这些理由之外，我们还应当相信学术共同体的

自我完善功能。引起忧虑、展开讨论既是自我完善的期许，也是自我完善的行动。以

笔者长期在学术期刊从业的经验来看，过分细碎的“无意义”之作，难于通过编辑部和

同行评审而获得发表机会，相信学位论文和各种评价、评奖机制同样具备类似功能。

而且，如果某一“碎片”光华耀目，若秦砖汉瓦唐三彩元青花，则即使仅剩断片残角，吉

光片羽，弥足珍贵。总之，应提倡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微观研究的有机结合，多方位

多角度地看历史。

（四）致力于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

理性地处理中外学术资源，是近代史学界面临的重要工作。中国近代史以中外

冲突的鸦片战争为开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构成了中国

近代史的基本内容之一。研究近代史应具有世界眼光，是很早便有的认识，不过早期

的近代史主要研究中外关系史，认识也主要是从史料立论。陈寅恪说：“自海通以还，

一切档案，牵涉海外，非由外交部向各国外交当局调阅不可。”陈垣说，近代史的研究

“非杂采各国对远东之史料不能成中国史”。傅斯年说：“吾国最近百年来史料每在外

国文籍中。”罗家伦说：“不知道他国材料，或是不能运用他国材料而写中国近代史，则

一定使他的著作，发生一种不可补救的缺陷。”(３) 民国时期，主流学者与西方发达国家

的学术潮流较少隔膜，也曾借用西方科学主义等方法治史，但此时欧美对中国的研究

罕有涉及近代史，这一领域的学术影响呈现相互性。如蒋廷黻固然受到马士（1855 —

1934）中外关系史著作的影响，他的“现代化史观”对学生辈的费正清等人也产生了

强烈的影响，并在几十年后“出口转内销”。中国的革命史学曾受苏联影响，中苏关系

交恶后，这种影响大为弱化。“文革”时期，中国基本与世界隔绝，对国外史学发展不关

心，不交流，更不采借。

(１) 彭刚：《事实与理解：历史知识的限度》，《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17 年第 3 期，第 42 页。娜塔莉·戴维斯的
引语并见此处。

(２)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自序》，北京：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2011 年，第 2 页。

(３) 本段中的引文，详见王也扬、赵庆云编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第 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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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彻底改观。现在的中国近代史学界，无论观点、资料，还是

人员，都实现了便捷交流。学者指出，各种域外史学理论的“引进和借鉴，是改革开放

方针在历史学领域的实现。这些西方史学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引进，对于中国史学家开

阔眼界，进一步认识历史的复杂性，开展多面性的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１)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国外学术的引进和讨论，对于丰富中国近代史叙述，校正片面性，尤其对

提高中国学者对理论建构的重视，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弊病亦随之而来。一个时

期，“与国外学术交流输入为主，自信缺失”(２)，甚至“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

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述，而不再引用马克

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是新时期的一个特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３) 这当然

是没有道理的。西方学者有理论建构的传统和工具，有思辨的习惯，但他们也有明显

的不足，如立场不同，视野有别；身处局外，难以感同身受；史料的完备和适当解读也

成问题。所以，决不能不加辨别地“拿来就用”。

中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及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高度关注。罗志田

说：“今日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已成世界性的学问，中西史学对话的必要性与日俱增。

对于西方史学的长处，要以开放的心态予以充分肯定并学习参考之；但首先要对其真

正了解，没有了解谈何借鉴，更不足以言对话。”对话不但要有成熟的心态，更要有自

身的学术优势。如在经济史研究领域，中外学术对话一直显得比较成熟而有效。吴承

明一再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任何伟大的经济

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而作为方法，它只能在一定的

条件下应用。(４) 李伯重非常重视国际学术潮流的变化，他说：“中国经济史学从萌芽到

今天，一直受到国际学术潮流变化的重大影响，因此，不论我们主观愿望如何，我们都

无法拒绝我国的经济史学正在国际化这一现实。事实上，只有主动地投入国际化，才

能进入国际主流学术，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５) 正因为有借鉴和批判的自

觉，经济史在历史学各分支中开放性强，传承性好，成绩出色。

应当致力于建立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努力化除中外学术资源之间的紧

张，使中国学者的研究为世界所接受。

本文作者徐秀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   任世江）

(１) 张海鹏：《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 — 2008）》，第 4 页。

(２) 步平：《改革开放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18 页。

(３) 张海鹏：《当代中国历史科学鸟瞰》，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 — 2008）》，第 4 页。

(４) 吴承明：《研究经济史的一些体会》，《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248 页。

(５) 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张海鹏主编：《中国历史学 30 年（1978 — 2008），第
2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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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ty Year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y: 1949-2019 
XU Xiuli（ 4 ）

The period between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nessed endless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divergent academic orientations. However, Chinese 
scholars have established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very soon and made remarkabl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With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steadily unfolding since 1977, moder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y embarked on its golden age. Researchers not only have made a breakthrough on their 
perspectives, but also added more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o their studies. Chinese historians are 
supposed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and inclusive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hich would achieve 
greater achievements.

A Teaching for China: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Europe
LIU Jinghua（26）

The experience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Europe can bring some enlightenments for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in act. Firstly, China rural urbanization can learn from Europe and strive to achieve coordination 
and balance in three aspects, that is, in the time dimens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long-term nature 
and stages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ways, we must emphasize combined natural process with strong 
propulsion to push on urbanization; in the space dimension,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rationality of 
urban system layout and the area balance of urban development. Secondly, we should study Europe to 
cultivate the new growth point of rural economy, including developing vigorously rural tourism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its developing directio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unique resource advantages of rural 
areas to develop the old-age care industry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grasping the policy guidance, 
promotion of rural real estate timely, and so on. Thirdly, we should learn from Europe, strive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various social forces, promot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management 
and intervention mechanisms, and encourage diversification of intervention methods and actions. As we do 
so, we will comprehensively raise the level of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The Landsknecht in the Late 15th Century and the 16th Century
XU Erbin（39）

The Landsknecht was created by Maximilian I, imitating the tactic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wiss pike 
phalanx,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fighting methods of European warfare in the late 15th and early 
16th centuries. Besides serving for the Habsburg, the Landsknecht worked almost indiscriminately for all 
employer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Holy Roman Empire. The leaders of the Landsknecht came from noble 
families as well as wealthy commoners. They used their own or borrowed money to invest in the mercenary 
business they were engaged in, and the offspring of many of them became mercenary leaders too.

On the Vicissitude of Archery in Medieval England
CHEN Kaipeng and CUI Caizhou（54）

The archery was once the main weapon used in Medieval English army because of its advantages of long 
distance, speed fast and high lethality. The long bow played the great role and severely killed French army 
for several times in the Hundred Years’ War, so the English government has promoted archery vigorously. 
During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archery has transformed into the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f the elit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new firearm and the change of noble values.

A Commentary on Hanseatic Historical Research in Western Academia
LIU Cheng（62）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Lübeck in 1143, all kinds of documents accumulate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Hanseatic history. In 19th century, the Hansischer Geschichtsverein efforts on textual research 


